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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训看汉字的形义关系、作用与局限 

【校正稿】 

 
吕振端博士 

 

 

一、前言 

 

 人类在未发明文字之前，一般上都经历过由记事图画到图画文字来传达讯

息。之后，有些民族进而采用象形表意的方式来构造文字的形体。例如五、六

千年前的埃及人、苏美尔人及中国人等。但由于各民族的语音形式不同，因而

对文字的产生与构形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绝大多数发展较早

的文明古国，在进入创造文字阶段时主要还是根据语词的读音来构造文字的形

体，形成表音文字；而汉民族的文字构形则继续走向表意，形成人类文字史上

最为独特的表意文字。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的最大不同点就是表意文字本身的

形体是具有意义的，可以根据文字的构形来进行训释；而表音文字的形体则无

此功能。 

 

二、汉字的形义统一关系 

 

 汉字是表意文字，在造字过程中主要是根据所要记录的词的意义来构造文

字的形体。因此，字的构形与词义之间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既然汉字的构形是

以体现词义为目的，那么，字的形体与据以构形的词义关系就显得更加密切，

甚至可以见形知义。这种形义之间的紧密关系，我们称之为形义统一关系。而

传统语言文字学也把形义统一关系看作是研究古文字和古文献词义极为重要的

关键，这就确定了分析字形对了解字义的重要性。 

 

三、汉字形义联系的方式  

  

 汉字从图画阶段进入字符之后，采取据义构形的方式，特别是在六书中的

前三书，清楚地让我们看到造字的多样性。许慎在《说文解字·叙》曾说“仰

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

是始作八卦，以垂万象。”从这段话可以窥知先民在造字时都是依据生活环境

所见物象作为构形的材料。试看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与会意字，见其字形即可

略窥其义。这种根据文字本身的形体去解释词义，正是训诂常用的形训方法。

现简略说明如下： 

 

 许慎《说文·叙》：“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意思

是说按照物体的外部轮廓，屈曲地把有关物体的形象描摹出来，就是象形字。

试观甲骨文及金文中的象形字，如人、目、心、自、耳、门、水、木，构形简

单明确，以形表义，活像图画。因此，可以说，凡是字义与字形相应的，就是

该字的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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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指事，许氏说：“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意思是说看上

去可以认识，但要仔细观察之后才能明白其意思。基本上，指事字的造字方法

是用象形加符号，或用抽象符号来构造文字的形体；它不像象形字那么直观具

体。如刃、亦、本，都是象形加符号；三、四、上、下，则是纯指事符号。像

这一类的指事字，除了少部分必须还原到古文字形之外，一般上还是可以见形

知义。 

 

 至于会意，许氏以为“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会意

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构件）组合起来，从字的构形成分可以呈现新字

的意义指向。从造字方法看，会意是比象形、指事更具灵活性。如异体会意字

的休、取、舂、塞；同体会意字的珏、林、磊、晶。它与象形、指事一样，都

是不具有任何声符的表意字。 

 

 从前三书文字的构形方式，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文字如何通过本身的

不同构件来呈现新的意义。因此，在训释时，我们都可以依其字形以求其义，

这就是训诂学所谓的形训。至于形声字，除了表类属的形符，其声符则来自前

三书。凡此都说明字形与字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也说明形声字的构形方法为何

离不开据义构形的表意原则。 

 

四、形训的作用  

 

 所谓形训，即以形说义，就是通过分析汉字的构形来解释字义，从而探讨

这个字所表示的词的意义，也就是体现造字意图中的基本词义。这种形训的方

法正是帮助我们通向及理解古汉语的一个重要枢纽。由于汉字是表意文字，最

初的汉字都是根据字义（词义）来绘形的，因此，字的形体结构和造字时词的

本义是一致的。 

 

 中国第一部采用形训的专著应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他采用分析字

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方法，建立起一套合乎科学的训释条例，为训诂学

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是阅读古汉语的一道津梁，也是汉语文教师所必备的工具

书。 

 

 其实，汉字经过几千年漫长的发展，造字时所形成的形义统一关系在语言

和文字使用的过程中已逐渐变得模糊。时代越晚，这些字的古义越不常用，只

存在于古代文献的个别用例中。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形训才可以解决这些字的

训诂问题。因此，适当地运用形训的方法，是可以把字义解释得更清楚，甚至

可以纠正旧说的错误。现分别说明如下： 

 

1  通过形训探求本义 

 只有本义才能与字形相切合。由于时空及各种因素的关系，文字在使用过

程中逐渐产生了引申义与假借义，这一类的词义已无法与字形相切合。正确地

说，能够体现造字之初作为构形依据的词义，才能称为本义。例如： 

 

 《左传 · 僖公二十二年》：“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於二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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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 “取”字，有些选本注为 “获取” 。市面上一些语译本也把 “获则

取之”译为 “能俘虏就抓回来”。把“取” 与 “获” 当同义词，意义不免

重复。何况引例中以“则” 作为连词，显然是两个意义不同的动词。(1)《说

文·又部》:“取，捕取也。从又耳。《周礼》：获者取左耳。” 从又耳，就

是以手取耳，也就是杀死敌军之后，取其左耳以报军功。正确的理解是“获”

是俘虏，“取”是割耳，是两个意思完全不同的动作。 

 

 《周礼 · 封人》：“凡祭祀，饰其牛牲。” 

 

例句中的“饰” 并非引申义的装饰或修饰的饰。《说文· 巾部》：“饰，刷

也。从巾，从人，食声。”许慎根据 “饰” 字的构形进行分析，说明字形与

字音的关系，认为“饰”的本义就是“刷” 。《周礼》郑注： “饰谓刷治洁

清也。”正是依据许说。《释名·释语言》：“饰，拭也。物秽者，拭其上使

明。”《说文》有“饰”无 “拭”，“饰”就是后来的拭。因此，“ 饰其牛

牲”的 “饰” 就是揩拭，因为要揩拭，故形旁从巾，而为牛牲进行揩拭的是

人，故又从人。通过对“饰”的字形分析，“饰”的本义解释为“刷、拭”，

也就非常清楚了。 

 

 《诗经 · 豳风 · 七月》：“穹窒熏鼠，塞向墐户。” 

 

在汉语里，“向”当名词用则为方向，当动词用则为朝向。《说文·宀部》

“向，北出牖也。从宀，从口。”据许慎的字形分析，“向”是北向之窗牖。

“塞向”就是把北面的窗子堵上，这是向的本义。从“向”字的构形看，

“宀”象房屋，“口”象窗，正像朝北的窗。徐灝《段注笺》：“古者前堂後

室，室为前之牖，後为向，故曰北出牖。” 

 

 

 清代江沅《说文解字注后叙》云：“本义明而后余义明，引申之义亦明，

假借之义亦明。”江氏认为训诂学家采用分析字形的方法探求字义，主要目的

还是在于求本义，只要能够确定本义，也就能够了解该字的引申义或假借义。

下面根据具体事例进行说明。例如 “理” 字，在文献里有多重意思。 

 

 1 《韩非子 · 和氏》：“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 

 2 《战国策 · 秦策一》：“万端俱起，不可胜理。” 

 3 《史记 · 循吏列传》：“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 

 4 《荀子 · 儒效》：“井井兮其有条理也。” 

 5 《俗谚》：“技不练不精，书不理不熟。”   

  

例 1“理”是治玉；例 2 是治理；例 3 是治狱官；例 4 是条理；例 5 是温习。

《说文 · 玉部》：“理，治玉也。从玉，里声。” “理” 是个形声兼会意

字，形旁从玉，其本义必然与玉石有关，而上列五条义项之中，只有第一条与

玉石有关，可以确知治理玉石才是理的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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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诸例可以看出，只有造字之初所表示的意义，才是本义。但后来又

常以本义作为起点，按照词义发展的规律，直接或间接衍生新义，就成了引申

义，于是引申义与字形的关系就更加模糊了。这就是训诂学家为何要根据字形

分析先求本义，然后再根据本义去推寻引申义的原因。 

 

2 通过形训探求本字 

 只有本字才能反映本义。用假借字的字形来解释词义，必然产生望文生训

的毛病。实际上，这里所探求的本字是对本有其字的借音字而言，因为本无其

字的借音字根本就没有本字。清代训诂学家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下·经文

假借》说： 

 

许氏《说文》论六书假借曰：“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盖本 

无其字而后假借他字，此谓造作文字之始也。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

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

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是以汉世

经师作注，有读为之例，有当作之条，皆由声同声近者，以意逆之而得其

本字。 
 

王氏这段话明确地区分了造字假借与用字假借。在古代文献中，用字假借的现

象十分普遍，汉儒在解经时也常用 “读为” “ 当作” 等来作为解释假借的

训释用语，而历代学者也有不少因为不能辨明假借而产生误读误训的现象。例

如： 

 

 《公羊传·宣公十二年》：“君如矜此丧人，锡之不毛之地。” 

 

何休注： “墝埆不生五谷曰不毛。” 而 “不毛之地” 这句成语至今仍然沿

用，意思是不长草木稼禾的地方 。《说文 · 毛部》：“ 毛，眉发之属及兽

毛也。” 从毛字的形义关系看，实在很难看出它与生长五谷有什么连带关系，

很自然地会让我们联想到“毛”可能是个借音字。《说文 · 艸部》：“苗，

艸生于田者，从艸田。”段注：“按苗之故训禾也。”苗与毛音近，古音同属

明母，故《公羊传》借毛为苗，而不毛就是不苗，意思就是不长草木。可知

“毛”是假借字，“苗”是本字。 

 

 《周易 · 系辞下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尺蠖是一种很常见的毛虫，当它在爬行的时候，是弯着身体一拱一伸地向前爬

行。而这两句话中的“屈”与“信”是相对的，以显示两种不同的动作。《说

文·言部》：“信，诚也。从人，从言。” 可知“信”的本义是指言语诚实，

它与伸直义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因此，可以肯定 “信” 是个借音字。再看

《说文·人部》：“伸，屈伸。从人，申声”，本义是伸展。在古文献里头，

借“信”为“伸” 之例相当普遍，如《孟子·告子上》：“屈而不信”；《汉

书 · 司马迁传》：“卬首信眉”。可知 “以求信也” 的 “信” 字只是个

借音字，本字为 “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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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隐公元年》：“庄公寤生，惊姜氏（武姜），故名曰寤生，遂恶

之。”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注》谓“寤寐而庄公已生，故惊而恶之。”唐孔颖《五

经正义》亦谓“武姜寐时生庄公，至寤始觉其生。”可知晋唐以来，许多注疏

家都把寤生解释为姜氏在睡梦之中生下庄公，醒来后大吃一惊；有的解释为庄

公一生下来就睁着双眼，把姜氏给吓坏了，于是很讨厌他。这样的解释，可说

都是望文生训，不仅意思牵强，也很不合逻辑。主要原因是完全没有注意到

“寤”是个借音字。《史记·郑世家》：“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及生，夫人

弗爱。”司马迁的这段话讲得非常的清楚，所谓生之难，就是指难产。《说

文》谓“寤，寐觉而有言曰寤。”又云：“牾，逆也。”清儒刘文淇《春秋左

氏传旧注疏证》对“寤、牾”二字解释得更加详细与合理。他说：“今生子有

足先出者，难产，谓之逆生。黄生《义府》云：寤与牾通，牾，逆也。凡生

子，首出为顺，足出为逆，至有手及臂先出者，此等皆不利于父母，或其子不

祥，故世俗恶之。庄公寤生，是逆生也，逆生则产必难，其母之惊且寤也宜

矣。”根据这些资料，可以知道庄公在出生时难产，险夺母命，以致姜氏非常

讨厌他。至于借“寤”为“牾”，正是基于所谓的音同假借的情形，由此可以

证明,“寤” 是假借字，本字应该是“牾”。 

 

 上述三例，让我们了解到研读古籍时，必然会面对一些假借字的困扰而无

法训释。假如根据假借字的字形以求本义，肯定会流于穿凿附会，造成误训，

而解决的办法就是根据音同或音近之字设法求出本字，只有求得本字，得其本

义，才能达到形义统一，才能使我们对文献的词义得到正确的理解。 

 

3  通过形训分析笔意（本形） 

 汉字的形体，是据义构形的。越原始的文字越能保持笔意。在长期的演变

过程中，从图画到象形，从象形到甲骨文、金文、篆书，特别是由篆而隶、由

隶而楷，原有的图形性已逐渐减弱而符号性则逐渐增强，造字时原有的笔意已

丧失殆尽。由于汉字形体的不断变化，日趋整齐和简化，以致原有的笔意变得

模糊起来，无从进行分析。究竟笔意与笔势有什么不同呢？笔意这个概念又是

由谁提出来的呢？王宁《训诂学》说： 

 

黄侃根据许慎 “厥意可得而说” 的观点提出 “笔意” 这一术语，指能

够 体现原始意图的字形。与笔意相对的是笔势，指经过演变趋向符号化，

从而看不出原始造字意图的字形。(2) 
 

这段话主要在说明，只有笔意才能体现原始文字的构形意图，才能与意义相切

合，笔势则无法直接显示意义。许慎在《说文·叙》云：“及宣王太史籀著大

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

而说。” (3)因此，从事古籍训诂工作，除了通过探求本义与本字之外，也必

须追溯笔意，因为字形越古老，越能体现形义统一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形训必

须要依据笔意，而不能根据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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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的符号化和简化使字形原本的构件产生杂糅现象。比如每个构件原本

都能体现各自的功能，但由于字形的演变，有些构件逐渐融合在一起，已经完

全看不出原来的面貌。 

 

 例如“及”字，甲骨文“及” 作  ,小篆作 。《说文· 又部》：

“及，逮也。从又从人。” 显示以 “又”(手)抓住人的形象。又是指后面的

人的手，人是指在前面的人，以体现出追上的意思。隶变之后，两个构件融合

在一起，已经无法看出原来的笔意了。  

 

 再如“舂”字：甲骨文“舂”作 , 小篆作  。《说文·臼部》“舂，

擣粟也。从収持杵临臼上。午，杵省也。”从文字的构形上显示出两只手拿着

一根杵站在臼的旁边从事擣谷的活动。到了隶书，臼的构形虽然存在，但上头

的两个构件已经完全被简化，变成目前所看到的“舂”的样子。原来的笔意也

完全消失了。  

 

 射，甲骨文作 ，金文作 ,小篆作  。现行楷书写作左身右寸，与甲

金文相比，在字形上已经完全失去了原始的造字意图。《说文·矢部》：“弓

弩发于身而中于远也。从矢从身。”许氏未见甲金文，故有此说。按照形义统

一关系的条件，必须把它还原到古文字的构形，才能显示其构意。从甲金文

“射”字的原始构形来看，分明是搭弓射箭的形象。到了小篆，弓变成身，矢

仍保留。但到了楷书之后，矢又讹变成寸，成了由 “身、寸” 两个构件组成

的形体，与最初原始构形的笔意完全不相符合。(4)  

 

 羞，甲骨文作 ，金文作 ，小篆作  。《说文·羊部》：“羞，进献

也。从羊，羊，所进也；从丑，丑亦声。”《段注》：“谓手持以进也。”许

慎误 “又” 为 “丑”，把 “羞”当作形声兼会意字，显然是错误了。据甲

骨文及金文 “羞”字 的构形，象手持羊以奉人，故其本义作“进献”，就是

捧着已经煮熟的美味羊肉进献的意思。因此，小篆误“又” 为 “丑”，显然

不符合构形理据。 

 

 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子主要在说明以形说义时，不仅要了解古文字学，也必

须注意笔意的探求；如果只是根据笔势来探求字义，则难免穿凿附会，歧义纷

繁，将无法得其本义。 

 

 

五、形训的局限 

 

 通过汉字的形体去探求古代汉语的词义，毕竟有其局限。而形训的方法也

只适用于前三书的象形、指事及会意。至于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形声字，已经

不是单凭字形分析就可以轻易得其本义。因此，若以形说义的方法使用不当，

或缺乏甲金文资料佐证，则难免发生流弊。兹列几点稍微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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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形训必须依据甲骨文、金文或小篆，只有古文字的形体和意义才能体现形义

统一关系。仅凭小篆，有时仍难免产生谬误。由于许慎生于东汉，虽见过少许

金文及古文 (5)，但由于历史的因素，他不可能见到更早的图形性文字及甲骨

文，于是在分析字形时难免偶有失误。(6) 例如： 

 

《说文 · 月部》：“有，不宜有也，<春秋传>曰：‘日月有食之。’从

月，又声。” 

 

杨树达以为以手持肉，为有无之有，与隻、取等字造字之意图相同。(7) 杨氏

之说，极说服力。先师李孝定先生亦谓：“金文····均从又持肉，与篆文

同，非从月也。许君以不宜有训有，且引春秋之文以证成其说，盖误。” (8)

许氏没有看到金文 “有” 的字形，据小篆的构形释义，把它归入形声字，显

然是搞错了。又如“禾”字： 

 

 《说文 · 禾部》：“禾，嘉谷也。··从木，从  省。 象其穗。” 

 

甲骨文禾作 ，上象穗与叶，下象叶与根。金文作 ，上象垂颖形，禾，垂

穗向根。很显然地，这是一个具有图形性的象形字。许氏把禾字分析成从木，

从 省，把原本的象形字当成会意字，这就是缺乏甲金文资料作为佐证所导致

的错误。 

 

 《说文 ·  舛部》：“韋，相背也。从舛囗声。” 

 

甲骨文及金文“韋”字的形体作 ，象人之四止（趾）包围城邑的四周。李孝

定先生《甲骨文集释》：”（甲文）二止则象二人，或象多人，„„韋实即古

围字也 。”(9)本义应该是“包围”，许慎释为“违背”，显然与形义不符。 

 

 从以上三例，可以证明近百年来陆续出土的古文字，若能善加利用，不仅

可以纠正前人的缪误，对于解读古文献，也有很大的帮助。 

 

2 汉字的形体从古文字演变为今文字，由笔意改为笔势，在经过隶变及不断简

化之后，文字就逐渐变成纯符号化了。古文字原有的图形性特征已完全消失。

(10)如今文字的山、水、鱼、弓、日、月、亦、休、益、兵、林符号化之后，

其图形性特征已不复存在。特别是汉隶对小篆的调整过程中，因人为的简化而

造成偏旁合并、分化及简省，使原有的形义关系变得模糊。如把小篆的“泰、

奉、春、舂、秦、奏”的上半部的不同构件加以合并；把“持、拏、看”加以

分化；把“雷、票、冬”加以省变。凡此，皆对汉字的形义关系造成了极大的

破坏。 

 

3 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字形的讹变，造成形义关系脱节。像这类例子也相当常

见，原因有三(11)：1.以表形为构件的字在书写变异中失去表形功能，导致形

义关系脱节。如“亞”写作“亚、亜”。2.原本是合体字，由于书写变异失去

原有的表形功能。如“更”字，原本是两个构件（上丙下攴），从攴丙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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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合之后，已失去原有面貌。3.还有一种因偏旁讹变造成混淆。如“胄”与

“胄”，原本是两个意思完全不同的字。《说文 · 肉部》“胄，胤也，从

肉，由声。”，“胄，兜鍪也。从冃，由声。”而今两字的形旁皆从肉

（月），已混淆不清了。 

 

4 切忌望文生训，以形说义，必须言而有据，不可凭主观臆断。尤其是后人对

字的构形理据难免受到后世语言的影响。如许慎说“一贯三为王“，这显然是

受到董仲舒政治思想观念的影响。(12)今观出土甲骨文 “王”字作 ，金文

作 ，皆象斧形，许说显然错误，不是确诂。又如《左传·宣公十二年》：

“楚子曰： 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 这是楚庄王称霸时为了政治上

的需要的一种表态。(13)可说是望文为训。之前，人们未必有此种观念。于省

吾《释武》：“武从戈，从止，本义为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即示行

也。征伐者必以武器，戈即武器也。” (14) 于说甚是。 

 

 形训的确有其局限性，何况汉字发展至今已超过六万余字，其中形声字更

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就以《说文解字》来说，全书收录的小篆及重文还不上

万字。如今，面对后来不断衍生而且数目庞大的形声字，除了部分 “亦声字” 

还有迹可寻，其余的纯形声字，除了形旁以表类属之外，其声旁恐怕就只能通

过声音关系才能得其字义（词义）。 

 

 

六、结语 

 

 客观地说，甲骨文及金文虽然早于《说文解字》，但因字不定型，一般较

为零散，缺乏系统性，也缺乏大批与甲金文相关的文献可供研究。虽然如此，

但甲金文的形体对于文字的溯源却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因此，在运用形训的方

法时，必须依据《说文》所采用的形义统一的原则，通过考察文献用例，进行

字形排比、分析形义关系加以验证。这样才能使字义（词义）的探求更为客观

准确，更能符合科学的训释原则。 

 

注： 
(1) 参阅白兆麟《训诂学引论》页 201-202,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 6 月。  

(2) 王宁《训诂学》页 180，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6 月。 

(3) 许慎《说文解字注》页 764-765，台湾艺文印书馆， 1966 年 10 月 11 日。 

(4) 参阅陈绂《训诂学基础》页 8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3月。 

(5) 见《说文解字》所收古文。 

(6) 许慎著《说文解字》，以小篆的构形作为分析字义的根据，主要是小篆的字形保 

持较为完整的构形理据。《颜氏家训》说：“大抵服其为书，隐括有条理，剖析 

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以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划有何意

焉 。“颜氏对《说文》的推崇及评价相当客观。但《说文》仍有其局限性。 

(7) 参阅杨树达《文字形义学》页 158-15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2 月。 

(8) 参阅先师李孝定先生《甲骨文集释》第七册页 2259—2263，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出

版。 

(9) 同注 8第五册页 1929。 

(10) 参阅周大璞《训诂学》页 214， 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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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阅李国英《中国文字学》页 138，新加坡管理学院，2001 年 1 月。 

(12) 《说文·王部》引董仲舒的话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

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  

(13) 说详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宣公十二年》页 714-715，台湾明伦出版

社，1963 年． 

(14) 参阅于省吾《殷契骈枝三篇 · 古文杂释》页 97-98。 

 
 


